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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本文探讨“听”的构念及影响听力测试的主要因素。通过分析前人研究及现行听力测试，本文指出现

行听力测试主要采用分离式项目来测试应试者的听力理解能力，只能对其在少数非交互性听力情景中的听

力水平进行推断。然而在多数语言活动中，“听”和“说”往往交互使用，听话者和说话者双方均不断交替使用

“听”“说”两项语言技能来达到口头交流的目的，即听话者在理解所听信息的基础上，运用口头语言来传递说

话者所表达的和/或听话者本人要表达的信息。因此，“听、说、传”体现了包括“听”“说”两项语言技能在内的

口头交流能力的运用情景。未来听力测试设计应该考虑语言运用的这一特征，用以“听、说、传”为基本模

式的综合测试任务取代分离式的测试项目，在此基础上研究新的听力测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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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听力测试的主要目的是对应试者的听力水平做出准确、公正的测量。那么，什么是“听”？
如何对听力水平进行测量？这是听力测试研究要解决的两个基本问题。本文旨在综述有关这

两个问题的研究情况，并提出未来听力测试的设计思路。 

 

2. “听”的构念 

构念是指对观察到的行为所作的有意义的解释（Chapelle，1998）。要对听力水平进行

测量，必须先弄清“听”的构念是什么，即什么是“听”。心理计量学—结构主义语言学

（psychometric-structural linguistics）把语言划分为听、说、读、写四项技能。长期以来，

学者们对阅读、写作和口语技能给予很大重视，并在开发和设计可靠、有效、实用的测试方

法上进行了大量研究，而“听”这项技能却受到了忽略（Douglas，1988；Shohamy，1991），
原因是人们对“听”的构念缺乏一个统一的认识（Buck，1991，1994，2001；Feyten，1991），
听力测试设计者只好依靠自身的直觉尽可能设计出“最好”的测试，但这显然严重影响到测试

的构念效度（Buck，1991）。许多学者（e.g.，Buck，1991，2001；Buck & Tatsuoka，1998；
Dunkel et al.，1993；Richards，1983；Rubin，1994）都强调了澄清“听”的构念的必要性。 

尽管缺乏一个统一的“听”的构念，但众多学者还是在这一点上达成了一致，即认为听的

过程是一个言语理解的过程。因此，从不同角度来认识听力理解的过程能帮助人们更好地了

解“听”的构念。 

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言语理解的过程是一个信息加工（information processing）
的过程（吴一安，2001）。Atkinson & Shiffrin（1968）提出控制过程（the control processes）
概念，它包括编码程序、练习、搜索策略等。这一概念的提出，使得听力理解不再被看作是

被动接收信息的过程，而是一个积极建构意义的过程（转引自苏运连，2003）。在这一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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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脑通过两种加工方式来处理接收到的声音信号：自下而上（bottom-up）的加工方式

和自上而下（top-down）的加工方式（Buck，1994；Rubin，1994；Shohamy & Inbar，
1991；Tsui & Fullilove，1998）。自下而上的过程是听话者运用词汇、句法和语法知识去留

意形式的过程，自上而下的过程是听话者运用自己的世界知识、情景知识和人际交互信息去

推测和提取意思的过程（Rubin，1994，转引自黄子东，1998）。认知心理学家认为，自下

而上的加工方式注重细节特征，是一系列由低级到高级，即由字词解码而最终获取信息的过

程。在此过程中，听话者注重对语言信息（如单词、句子等）的听辨。自上而下的加工方式

突出对信息的整体结构的识别，强调长时记忆中存留的背景知识经验在理解中的作用。在此

过程中，听话者利用大脑中已有的抽象概念或知识来分析、处理接受的语言信息，是一个预

测、检验和证实的过程（周相利，2002）。一般来说，语言知识的启动采取自下而上的加工

方式，对非语言知识的启动起制约作用；非语言知识的使用采取自上而下的加工方式，对理

解听力材料起辅助作用（吴一安，2001）。 

无论是自下而上还是自上而下的加工方式，都是一个两段式加工（two-stage process）
的过程（Buck，1991；Call，1985；Conrad，1989；Lund，1991；Secules et al.，1992；
Tsui & Fullilove，1998；Tyler & Warren，1987；Wagner，2003），即信息的加工处理包

括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提取基本的语言信息，第二阶段则是综合运用这些提取出来的基本

语言信息。大量研究（Blau，1990；Buck，1994；Chiang & Dunkel，1992；Conrad，1985；
Hale & Courtney，1994；O'Malley et al.，1989；Shohamy & Inbar，1991；Tsui & Fullilove，
1998；吴一安，2001）揭示，不同水平的外语学习者对听力材料的加工过程不同。 

从语用学的角度来看，言语理解的过程是一个语用推理的过程。Grice（1989）提出了

交际的合作原则，认为要理解说话者在话语中暗含的意义，靠的不是语言解码，而是语用推

理。语用推理是根据语境假设（contextual assumptions），依靠人们在交际中相互遵守诸如

真实、充分、关联、清楚等所谓合作原则来进行的（转引自何自然，1995）。Grice的理论

旨在解释听话者如何理解话语的意图，但Sperber & Wilson（1986，1995）认为其合作原

则不能充分解决这一问题，从而提出了“关联理论”，认为人们是根据人类认知假设去理解话

语的，而人类认知假设的条件是关联原则，即根据相关联的信息认知事物（转引自何自然，

1995）。尽管对同一个话语可以有多种不同的解释，听话者在交际中只以与当时当地最关联

的一种解释作为话语的理解（李冬梅，2002）。与合作原则不同，关联理论没有准则，也没

有说话者要遵守的规则，它只描述了人们对每个话语的认知过程。说话者不是有意违反什么

准则来使听话者理解自己所说话语的意图。话语本身和语境具有关联性，这种关联使听话者

对说话者的意图进行合理的推理，从而对话语作出正确的反应（何自然，1995）。语境与话

语的关联越密切，推理就越容易，理解话语也越容易；语境与话语的关联越疏远，推理就越

费力，理解话语也就越难（何自然，1996，转引自黄子东，1998）。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听的过程，或者说听力理解的过程十分复杂，从不同的角度出发

可以对其作不同的解释。在听力理解的过程中，各种语言知识（如词汇、句法、语义、语篇

知识等）及非语言知识（如情景知识、相关内容知识、一般性的世界知识等）和声音信号之

间交互作用，听话者通过这一交互作用来建构所听材料的意义（Buck，1994，1997，2001），
因此，听话者对听力材料的理解会因其听的目的不同（Richards，1983）、所处情景不同

（Buck，2001）、以及整体语言水平不同（Buck，1994；Hale & Courtney，1994；Shohamy 
& Inbar，1991）而产生差异，因而很难对“听”的构念作一个整体而全面的定义。正因如此，

一些学者（Buck & Tatsuoka，1998；Richards，1983）对“听”从技能的角度进行了分类，

将其划分为多项听力微技能（micro-skills）。Richards（1983）划分出33项与会话类听力

（conversational listening）有关的微技能（如理解重音和语音语调，从连续的话语中辨别

语音等）和18项与学术类听力（academic listening）有关的微技能（如理解中心思想，判

断说话人的观点、态度等）。Buck和Tatsuoka（1998）列举了15项基本技能（prime attributes）
（如快速理解口头材料，理解重音等）和14项互动技能（interaction attributes）（即由基本

技能相互作用产生的微技能，如根据材料进行推断，自动加工材料等）。尽管这种做法对理

解和定义“听”的构念有重要作用，但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各项微技能缺乏明确的定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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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进行系统的排列（Dunkel et al.，1993：p. 182），而且这些微技能的划分很多还只是

理论上的假设，并没有经过实证研究的检验（Buck，2001）。Buck（2001）因而提出了一

个“默认的听力构念”（default listening construct）（p. 113），指听话者：1）自动、实时地

加工扩展的现实口语样本的能力；2）理解材料中明确包含的语言信息的能力；3）对段落

内容中的隐含意义进行推论的能力（p. 114）。这一“默认的听力构念”可看作是“听”的构念的

基本模型，能够根据不同的目标语言使用情景（target language use situation）进行扩展。

这样既能使人们清楚了解“听”的构念的实质内容，又具有很大的灵活性，避免了单一、固定

的构念定义不能适用于多样化的目标语言使用情景。 

然而，单纯从“听”这项语言技能的角度出发来定义构念忽略了“听”在真实环境下的语言

运用情景。按照现代语言测试理论，一个人语言能力的高低，无法通过肉眼观察到，只有通

过实际的语言运用才能体现出来。语言能力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它是通过语言使用者运用所

掌握的语言知识完成具体的任务体现出来的，这一过程被称为语言运用（language use）。
《欧洲语言教学共同框架》（Common European Framework，简称CEF）指出，“语言运用

指作为‘社会单位’的语言使用者和语言学习者，运用自己获得的各种能力，包括综合能力和

交际语言能力（这些能力可统括为语言使用者知识体系），通过各种语言活动，并运用各种

最相关、最恰当的策略，完成具体环境和条件下的各种任务。”由此可见，从实际语言运用

的角度描述一个人的语言能力不仅需要考虑他所掌握的知识体系，更要看其在具体语言运用

环境下，如何灵活运用各种策略，通过各种语言活动完成任务的情况。因此，定义“听”的构

念必须考虑到人们在真实环境下运用“听”的情景。 

Buck（1997）指出，根据听话者与说话者之间交流或合作程度的不同，人们运用听力

的情景可以构成一个连续体。在这个连续体中，一端是非交互性（non-interactive）的听力

情景，即听话者只接收信息，和说话者之间没有交流，是非参与性的（non-participatory）；
而另一端是交互性（interactive）的听力情景，听话者不仅接受信息，还运用口头语言与说

话者进行口头交流，是参与性的（participatory）。单从“听”这项语言技能的角度出发来定义

构念只考虑了非交互性的听力情景，但在真实世界的绝大多数活动中，人们运用听力的情景

往往是呈交互性的。尽管交互性的程度会因具体情景不同而有所差别，但既然要进行口头交

流，肯定离不开“说”这项语言技能。Thrasher（2000）指出，听说结合是最自然的，我们生

活中的大多数语言交流都包括听和说的不断交替使用。在这里，“说”根据内容的不同有三种

不同的解释，一是听话者口头讲述（详述或概述）所听信息的内容，属于转述式信息传递；

二是听话者表达自己由所听信息产生的观点、态度、意见、建议等，属于阐述式信息传递；

三是听话者根据所听信息的内容作出适切的口头回应，属于反馈式信息传递。不管是哪一种

解释，都起到了一个传递信息的作用。 

由此可见，真实的听力情景并不局限于“听”，而是“听”“说”结合、“听”“传”并举。因此，“听、

说、传”可视为“听”在目标语言使用情景中的基本模式。在此模式中，“听”、“说”、“传”三方面

缺一不可。“听”是接收信息的途径，是“说”和“传”的基础和前提；“说”是“传”的方式，强调在

真实的听力情景中，人们主要通过口头语言而非其它形式来传递信息；“传”即传递信息，是

人们通过综合运用“听”“说”的交互式语言活动来完成的语言任务。根据所传信息的来源不同，

“听、说、传”可分为接收性信息传递和产出性信息传递。前者指传递说话者由外界接收到的

信息，后者指传递说话者本人由所听信息产生的观点、态度、意见、建议等。由此可见，转

述式信息传递属于接收性的信息传递，阐述式和反馈式信息传递则属于产出性的信息传递。

根据信息传递方向的不同，“听、说、传”又可分为两种交互模式：1）以传达信息为主的单

向交互模式（见图1），听话者1通过口头语言把从说话者1处听到的信息或由所听信息产生的

观点、态度、意见、建议等传达给听话者2；2）以交流信息为主的双向交互模式（见图2），
说话者1和听话者1作为交流双方均在听话者和说话者的双重身份间进行切换，交流的内容主

要是双方在理解对方话语基础上产生的观点、态度、意见、建议等。因此，转述式和阐述式

信息属于单向交互，而反馈式信息传递属于双向交互。图1和图2展示的是两种最基本的交

互模式，具有扩展性和组合性，现实的听力情景基本上都可看作是这两种基本模式的扩展或

/和组合。在图1中，说话者和听话者之间是一对一的关系，但这种关系不是固定的，说话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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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听话者的数量可依实际听力情景不同而有所变化；在图2中，说话者1和听话者1各自只进

行一次身份切换，而这种身份切换可根据实际需要不断进行下去，直到信息交流完成为止。

除可分别进行扩展外，这两种模式还能组合起来，形成复杂多样的听力情景。 

  

图1 单向交互模式 

 

图2 双向交互模式 

 

在“听、说、传”模式中，“听”的构念扩大了，对其进行定义时不能只考虑到“听”，还应考

虑到“说”和“传”的因素。听话者在理解所听信息的基础上，运用口头语言来传递说话者所表

达的或/和听话者本人要表达的信息，以达到进行口头交流的目的。因此，“听、说、传”实际

体现了现实生活中人们的口头交流能力的运用情景。这一口头交流能力指的是听话者：1）
能够自动、实时地理解现实生活中的口头言语信息；2）能够运用口头语言转述所听信息的

内容；3）能够运用口头语言表达自身由所听信息产生的观点、态度、意见、建议等；4）
能够根据所听信息的内容作出适切的口头回应。基于上述分析，“听、说、传”口头交流活动

模式可以用下图（图3）表示。 

图3 “听、说、传”口头交流活动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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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文提到，语言能力是语言使用者和语言学习者在具体语言运用环境下，灵活运用各种

策略，通过各种语言活动完成任务体现出来的。《欧洲语言教学共同框架》指出，“语言活动

的类型可分为接收型（reception）、产出型（production）、互动交际型（interaction）或思

考型（meditation）（常见于口译、笔译等活动中）。这些活动类型无论在口头还是书面语言

情况下都有可能发生。”通过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听、说、传”口头交流活动模式涵盖了这

四种活动类型：接受型——听力理解，产出型——阐述式信息传递，互动交际型——反馈式

信息传递，思考型——转述式信息传递。因此，图3所展示的“听、说、传”口头交流活动模

式可看作是口头交流能力构念的一个基本模型，在不同的语言运用环境下可灵活地进行扩展

和操作化。 

 

3. 影响听力测试的因素 

“听”从本质上来说是一个看不见的认知操作过程，发生在人的大脑中，并不产出可以观

察的成果，为了测试应试者的听力水平，现行大规模测试的做法是给考生提供一些听力理解

任务（如回答问题、填写图表、总结材料大意等），并根据他们完成任务的表现来推断他们

对听力材料理解与否（Buck，1997；Thrasher，2000）。然而，如果要保证根据测试结果

对应试者的听力水平所作推论的准确性，首先必须要了解哪些因素会对测试结果，或者说对

应试者的测试表现产生影响。 

    一项听力测试通常都离不开三个要素：听力材料、问题和应试者。听力材料给应试者提

供信息加工来源，问题用以考核应试者的听力水平，而应试者作为听力测试的参加者，是被

考查的对象。因此，听力材料的类型（text type）、问题的类型（question type）和听话者

的特征（listener characteristics）成为影响听力测试的主要因素。 

3.1 听力材料类型 

听力材料是与听力测试的构念效度密切相关的一个重要方面（Wagner，2003）。听力

材料的类型很可能会影响应试者的信息加工能力（Buck，1992），从而影响其测试表现。 

3.1.1 口头语材料（spoken text）vs.书面语材料（read text） 

长期以来，许多听力测试中使用的听力材料都是一些朗读出来的书面语材料。尽管这种

材料可能代表了非测试环境下语言使用的某些场景，如无线广播、电视播音和广播通告等，

但对其它绝大多数的语言使用场景并不具有代表性（Kellerman，1990；Wagner，2003）。 

朗读出来的书面语材料和即席产生的口头语材料有本质的不同，后者比前者包含更多的

停顿（pauses）、填充语（fillers）和冗余信息（redundancies）（Samuels，1984，转引

自Wagner，2003）。停顿和填充语使听话者有更多的时间来加工接收的信息（Rubin，1980，
转引自Wagner，2003），冗余信息使听话者有机会对没有及时理解的信息进行再次加工。

许多研究（Blau，1990；Cervantes & Gainer，1992；Chaudron，1983；Chiang & Dunkel，
1992；Conrad，1989；Pica et al.，1987）表明，冗余信息的确有助于听话者对听力材料

的理解。Messick（1996）指出，停顿、填充项和冗余信息本来就是口头语言的一部分，也

是目标语言使用环境的一部分，把这些特征从听力材料中剔除会威胁到测试的构念效度。 

Shohamy和Inbar（1991）研究了听力材料的口语化程度（degree of orality）对应试者

表现的影响。他们发现，听力材料的口语化程度明显影响应试者的考试成绩。口语化程度越

高，应试者的考分就越高。各种口语化程度不同的听力材料构成了一个“口头语言—书面语

言”连续体，在这个连续体中所处的位置不同，材料的难度也就不同，但总的来说，口语化

程度越高的材料难度越低。因此，新闻广播类材料最难，演说类材料次之，对话类材料的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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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最低。不管选择何种难度的听力材料，都应考虑到测试目的和目标语言使用情景，这样才

能保证测试的内容效度和构念效度（Buck，1997；Shohamy & Inbar，1991；Wagner，2003）。 

3.1.2 听觉材料（aural text）vs.视觉材料（visual text） 

听力测试设计者在选择听力材料（及其输入方式）时，往往忽略了非言语信息（nonverbal 
information）在听力理解中所起的作用（Kellerman，1992）。Feyten（1991）指出，“典型

的信息交流包括言语信息和非言语信息。人们可以通过语言形式本身（即说出的话语）来进

行理解，可以通过辅助性的语言特征（如语气、音高、语调、重音等）来进行理解，还可以

通过非言语信息（如身体语言）来进行理解”（p. 175）。Kellerman（1992）把“说话者身体

的所有动作，包括肌肉和骨骼的动作”称为“身势语行为”（kinesic behaviour），认为这种行

为可以帮助听话者识别接续的听力材料的内容，并正确地将其切分成若干语块，进行有效的

加工处理。 

身势语行为和其它非言语信息的重要性给听力测试的设计者提出了挑战。在真实世界的

大多数场景中，听话者可利用大量视觉信息来帮助自己进行理解，但现行听力测试并未给应

试者提供这类信息（Buck，1997），而是采用音频录制的听力材料（Wagner，2003），测

试应试者理解纯听觉信息的能力（Feyten，1991），应试者因而无法利用身势语行为和其它

非言语信息来帮助理解。而且，为了弥补视觉信息的缺乏，纯音频的听力材料在言语表达上

需要比实际生活中的口头语言更加清晰。Kellerman（1992）认为这种言语表达清晰的听力

材料不能代表非测试环境下的语言使用情景，从而会降低测试的效度。正如一些学者的研究

（Dunkel et al.，1990；Kellerman，1992；Pennycook，1985；Secules et al.，1992；Tyler 
& Warren，1987）所表明的，如果在听力材料中增加视觉上的信息支持（包括身势语行为

和其它非言语信息）确实有助于应试者对外界信息的理解，那么在定义测试构念和选择听力

材料时把这类信息列入考虑范围之内是很有必要的，实际上人们也开始尝试在听力测试中添

加视觉信息。 

Ginther（2002）在对计算机化TOEFL考试中的听力测试进行研究时，采用了两类视觉

图像：背景图像（context visuals）和内容图像（content visuals）。背景图像给听话者提供

话语发生时的场景信息，内容图像则是对话语内容的视觉补充。Ginther的研究显示，伴有

内容图像的听力材料的难度低于纯听觉的听力材料，而伴有背景图像的听力材料的难度则高

于纯听觉的听力材料。出现这一结果的原因是，内容图像使听力材料中的信息内容更加具体

和便于记忆，背景图像由于与听力材料的内容无关，分散了应试者在听觉上的注意力，而这

种分散作用在低水平的应试者中尤为明显。Ginther由此提出，水平较高的应试者能更好地

克服背景图像的这种负面影响。尽管Ginther在听力测试中增加了视觉信息，但这些信息只

是一些静止的图片和图表，不能够很好地代表应试者在非测试环境中可能遇到的动态交流情

景。如果既要考虑到视觉信息在听力理解中的作用，又要能代表典型的目标语言使用情景，

最好的办法是在听力测试中使用视频媒体（video media），使听觉信息和动态的视觉信息相

结合，组成一个完整的信息单位（Gruba，1997）。 

Stientjes（1998）比较了视频输入和音频输入对听力测试的影响，发现与采用音频输

入的听力测试相比，视频输入中提供的非言语信息能帮助应试者从多个选项中选择正确的答

案，降低了多项选择题的难度。但是，采用视频输入会分散应试者在记笔记方面的注意力，

笔记提供的信息量小，内容不够完整，从而增加了应试者完成简答题的难度。他的研究说明

了听力材料的输入方式和答题方式之间的交互作用对应试者的测试表现有重要影响。但

Gruba（1997）认为应该摒弃根据应试者的测试表现来比较音频输入和视频输入孰优孰劣的

做法。这种比较研究因为缺乏可靠的理论基础，对测试环境下各种变量之间的交互作用认识

不够，从而不能提供有说服力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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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非言语信息是口头交流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在听力测试中采用视频媒体

来添加这类信息是非常必要的。随着多媒体和计算机的普及，用视频媒体输入取代音频输入

的听力材料应该是未来听力测试的发展趋势。既然在听力测试中添加视频信息是为了体现真

实的语言运用情景，以提高测试的构念效度，那么，在测试中继续使用一些非真实的测试题

型（如多项选择题、简答题等）只会抵消视频信息的积极作用。因此，未来的听力测试有必

要用更真实的新题型来取代现行的测试题型，才能更好地发挥视频信息的积极作用。但是，

视频媒体的使用增加了测试中需要控制的变量，从而使得本就复杂的听力测试设计进一步复

杂化（Gruba，1997）。Fulcher（2000）还指出，视频材料的内容很可能会改变听话者理

解听力材料的过程，从而影响测试的构念效度，因此还有待在这方面进行大量研究。 

3.1.3 匹配型材料vs.非匹配型材料 

图式（schemata）是指应试者的背景知识结构（Bartlett，1932；Rumelhart，1980，
转引自Tsui & Fullilove，1998）。Tsui和Fullilove（1998）把听力材料划分为两种图式类型

（schema type）。在一篇听力材料中，如果初始输入的语言信息所激活的图式与后来输入

的语言信息所激活的图式不一致，这篇材料就属于非匹配的图式类型（ ‘non-matching’ 
schema type）；如果二者一致，则属于匹配的图式类型（‘matching’ schema type）。Tsui
和Fullilove指出，在使用非匹配型听力材料的测试中，应试者采用自下而上的加工方式，能

够快而准确地加工接踵而至的语言信息，并能根据需要在加工过程调整自身的图式。而在使

用匹配型听力材料的测试中，应试者则依靠自上而下的加工方式进行理解。研究结果表明，

不管采用什么类型的问题，高水平应试者在使用非匹配型听力材料测试中的表现明显优于低

水平者；而匹配型的听力材料弥补了低水平应试者语言加工能力的不足，使得不同语言水平

的应试者在听力测试中的表现没有明显差异。因此，在测试中采用非匹配型听力材料能更有

效地区别出应试者水平的高低。 

3.1.4 小结 

以上考查了听力材料的类型对应试者测试表现的影响，对听力测试设计有以下启示：1）
应选用口头语篇作为听力材料，并根据测试目的和目标语言使用情景选择不同口语化程度的

材料；2）可考虑把视频媒体作为听力材料的输入媒介，以弥补音频录制材料中非言语信息

的缺乏；3）可采用非匹配型的听力材料来提高测试的区分度。 

3.2 问题的类型 

    问题的类型是影响应试者听力测试表现的又一重要因素。用听力理解题

（comprehension questions）来测听力是应试者非常熟悉、也是大规模测试中普遍采用的

做法。Sherman（1997）指出，尽管听力理解题并不代表非测试环境下的语言使用情景，

但由于其设计起来相对容易，在大规模测试中实施起来也较经济，因此仍然在听力测试中广

泛使用。然而，应试者对听力理解题的熟悉及其在设计和实施上的相对容易并不意味着不必

考查其测试方法效应（test method effect），即它们对应试者测试表现的影响（Bachman，
1990）。 

Buck（1991）在对6个母语为日语的英语学习者的听力理解研究中，考查了设计测试听

力理解题的可行性，发现要设计好这类题非常困难。他试图根据低层次加工（lower-level 
processing）和高层次加工（higher-level processing）之间的区别，设计出两类不同性质

的理解题，一类要求应试者理解听力材料中明确陈述的信息，用来测试低层次的加工能力；

另一类则要求应试者根据这些明确陈述的信息进行推断，测试的是高层次的加工能力。然而，

研究结果表明，这两类理解题都没有达到预期测试目的。Buck把这一结果大部分归因于测

试中使用的开放式简答题题型（short-answer open-ended comprehension questions）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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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效应。在回答这类问题时，应试者对相同的问题可能会给出不同的答案，这样，本来旨

在测试低层次加工能力的问题有时却得到经过高层次加工得出的答案，反之亦然。Shohamy
和Inbar（1991）也研究了听力理解题的类型如何影响应试者的测试成绩。他们在研究中把

听力理解题分为两种类型：整体性/综合性问题（overall/global questions）和具体性/局部性

问题（specific/local questions）。研究发现，局部性问题明显比综合性问题简单，应试者根

据听力材料对信息进行推断和综合要难于从材料中找出具体的信息。因此，在高端听力测试

中应多使用综合性问题，在低端听力测试中则可多使用局部性问题。Shohamy和Inbar还发

现多数答对综合性问题的应试者也能答对局部性问题，但反之却非如此。这说明综合性问题

比局部性问题更能有效地区分应试者水平的高低。 

Lund（1991）的研究结果与Shohamy和Inbar不同。他把阅读测试同听力测试进行了比

较，发现阅读书面材料的应试者比听口头材料的应试者能回述更多的局部性信息，而听口头

材料的应试者比阅读书面材料的应试者能回述（recall）更多的综合性信息。但我们并不能

由此判定Lund的研究结果和Shohamy和Inbar的研究结果相矛盾，因为Lund是对阅读测试和

听力测试进行比较研究，而Shohamy和Inbar研究的仅仅是听力测试，二者之间并无可比性。

再者，Lund在阅读和听力测试中使用的是相同内容的材料。尽管Lund认为他选取的材料处

于“口头语言—书面语言”连续体的中间位置，但前文已经分析过，在听力测试中使用朗读的

书面语材料会降低测试的构念效度。 

除问题类型之外，题型本身对测试结果也有影响。目前国内外大规模听力测试（BEC，

BULATS，CELS，CET，IELTS，TEM，TOEFL和UCLES）采用的题型主要包括简答、多

项选择、填空、配对、正误判断和改错。其中，多项选择题和简答题是比较常用的两种题型。

Buck（1991）运用即时追述法探讨开放式简答题题型对应试者听力理解的影响。应试者口

述报告表明，这一题型以十分复杂的方式影响测试结果。同时，测试时间过短、对应试者答

案的评分以及测试本身在操作上的问题都影响到测试的信度。吴一安（2001）同样采用了

即时追述法来研究多项选择题型对应试者在听力测试中的应试表现的影响。结果表明主要有

以下三个方面的影响：1）对选项本身的错误理解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应试者做出错误

的选择；2）多选题的题型不可避免地诱发理据不足的猜测，许多猜测都是在语言加工不力

的情况下，过多地依赖非语言知识，并受到选项的诱惑做出的；3）理据不足的猜测有时给

应试者碰对了，他们的理由虽然站不住脚，却做出了正确的选择（p. 230）。吴一安总结道，

“多项选择题型对语言程度好的应试者有利，但给语言能力差的应试者增加了困难，这种题

型常会诱发大量缺乏理据的猜测，从而对试题的内容结构效度造成威胁”（p. 231）。因此设

计听力测试时，可考虑把多项选择题型用在高端测试中，而在低端测试中最好不用或少用。 

在听力测试过程中，应试者有时需要或被要求记笔记（take notes）。Dunkel（1988）
研究了应试者所记笔记的内容特征对测试成绩的影响，发现笔记中把材料内容记录为一些命

题形式的信息段的应试者成绩更好。Dunkel et al.（1989）研究了记笔记的过程对理解听力

材料的影响。结果显示，这一过程与短期记忆力、语言水平及认知方式等个人特征相互作用，

影响对材料的理解和记忆。Hale和Courtney（1994）考查了应试者记笔记的经验和习惯对

他们TOEFL听力测试表现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不管应试者是否有记笔记的习惯，也不

管他们是否在课堂上作过记笔记的练习，允许他们在考试过程中记笔记没有给他们的成绩带

来什么影响，而要求记笔记则明显有碍于他们在测试中的发挥。Hale和Courtney指出，记

笔记和听力材料之间以及和应试者的信息处理方式之间的交互作用有待进一步研究。 

此外，问题的位置也会影响应试者的测试表现。Buck（1991）假设，预览设问（question 
preview）给应试者提供了听的目的，能帮助他们在听的过程中选择适当的听力策略。但研

究结果并不支持这一假设。尽管如此，所有应试者都在采访中表示，他们相信自己在预览设

问之后，会主动地在听力材料中寻找问题的答案，也都认为预览设问有助于给他们提供与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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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材料有关的信息。Buck的结论是，问题的位置对应试者测试表现的影响可能依赖于听力

测试使用的材料类型。Sherman（1997）让应试者参加了四种不同形式的听力测试，进一

步考查预览设问的作用：问题置于听力材料之前、置于两遍重复的听力材料之间、置于听力

材料之后以及不设任何问题。结果表明，应试者对预览设问有强烈的情感倾向，但预览设问

并不一定能帮助他们答对问题。事实上，预览设问对答对问题有显著影响的听力测试形式是

问题置于两遍重复的听力材料之间的“三明治”形式。但不能肯定产生这一显著影响的原因是

预览设问还是听力材料被重复了两遍，或者是二者兼有。吴一安（2001）的研究表明，“预
览设问和选项对语言能力较好的应试者有便协（facilitate）作用，可以帮助他们预料接踵而

至的听力材料，并使他们在听的过程中做到有的放矢，但对语言能力较差的应试者没有起到

这些作用”（p. 230）。因此，在听力测试中采用预览设问的形式有利于提高测试的区分度。

应试者对预览设问的积极情感倾向也有利于他们在测试中发挥最佳水平。 

以上考查了问题的类型、题型和问题的位置对应试者测试表现的影响，对听力测试设计

有以下启示：1）高端听力测试应多使用综合性问题，低端听力测试则可多使用局部性问题。

综合性问题比局部性问题更能有效地区分应试者水平的高低；2）多项选择题型可用于高端

听力测试，在低端听力测试中则最好不用或少用；3）听力测试中可采用预览设问的形式，

既有利于提高测试的区分度，也有利于应试者在测试中发挥出最佳水平。此外，未来听力测

试设计还需考虑到非测试环境下人们回答听力问题的方式。目前的大规模听力测试基本上都

是采用书面答题的方式，但在真实的听力情景中，人们往往是通过口头语言来回答问题。这

一特征体现在听力测试设计中即意味着用“说”作为完成测试任务的主要方式，这样既可提高

测试的表面效度和构念效度，也能提高根据测试成绩所作推论的准确性。 

3.3 听话者特征 

    Rubin（1994）总结了8类主要影响听力理解的听话者特征，分别是：整体语言水平

（language proficiency level）、记忆力（memory）、注意力（attention）、情感（affect）、
年龄（age）、性别（gender）、母语学习障碍（learning disabilities in L1）和背景知识

（background knowledge）。 

3.3.1 整体语言水平 

    大量研究（Buck，1994；Chiang & Dunkel，1992；Conrad，1985；Dunkel et al.，
1989；Ginther，2002；Hale & Courtney，1994；Jensen & Hansen，1995；Schmidt-Rinehart，
1994；Shohamy & Inbar，1991；Tsui & Fullilove，1998；黄子东，1998；吴一安，2001）
表明，应试者的整体语言水平是影响听力理解的一个主要因素。但是，由于目前几乎没有测

量语言水平的标准化测试，研究者大多根据教师的判断、课程水平的高低或者在某些非标准

化测试中的表现来区分应试者整体语言水平的高低（Rubin，1994），从而影响了研究结果

的概括性和各研究之间的可比性。 

3.3.2 记忆力 

认知心理学提出的信息加工理论把听力理解过程看作是一个由感知记忆、短期记忆和长

期记忆三种类型记忆构成的信息加工体系。感知记忆负责接收信息，其中一部分在其停留于

感知记忆的瞬间被识别。这一识别过程是感知材料和长期记忆中的信息发生联系的过程，其

结果是语言编码。信息经过语言编码后可通过两个途径到达短期记忆。一种情况是经过识别

的信息可直接进入短期记忆；另一种情况是，在感知材料和长期记忆中的信息发生联系时，

长期记忆中的信息也可以进入短期记忆。进入短期记忆的信息便是受到注意的信息，是可用

语言表述的信息（吴一安，2001）。Call（1985）的研究表明，短期记忆力是听力理解的一

个重要组成部分。Dunkel et al.（1989）研究了短期记忆力对受试者听力测试表现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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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结果显示，和短期记忆力差的受试者相比，短期记忆力好的受试者明显能正确识别更多

的概念性信息（concept information）和细节信息（detail information），这表明语言理解受

到记忆力容量局限的制约。短期记忆也可以称为工作记忆（working memory）（Carroll，2000；
Carrell et al.，2002）。人类的工作记忆一般来说有两个功能：储存信息和加工信息。当语

言理解任务繁重时，例如听力测试，由于来自储存和加工两方面的要求都很高，工作记忆的

运作势必减速，导致部分加工出来的信息被遗忘（Just & Carpenter，1992：122-124，转

引自吴一安，2001）。也许正因如此，在听力测试中，一些应试者常常感到自己明明听到了

一切，也没有发现生疏的词语，却非常健忘，或加工不出有意义的、内容连贯的信息（吴一

安，2001）。陈吉棠（2002）也发现，听力材料的长短、听力材料与听话者经验知识的关系

对短期记忆力的质量和容量都有直接影响。因此，听力材料长短的选择既要考虑到听话者的

实际语言水平和对听话者的应有要求,还应注意到人的短期记忆力特征。 

3.3.3 注意力 

应试者对听力材料进行加工的过程有自动过程（automatic process）和控制过程

（controlled process）之分。自动过程速度快，毫不费力；控制过程则加入了注意力方面

的控制。在自动加工程度低的情况下，注意力往往成为控制因素（Bialystok，1990，转引

自吴一安，2001）。Rubin（1994）指出，应试者在听的过程中的注意力会影响他们的记忆

力，进而影响他们对听力材料的理解。可能是因为注意力程度不易观察，也很难要求应试者

对其进行描述，因此，几乎没有人研究注意力在听力理解中究竟起何作用。 

3.3.4 情感 

情感因素包括很多方面，应试者的自信心、焦虑感、对某一语言、教师、国家及其口头

表达习惯的认同感都会对听力理解产生影响（Rubin，1994）。目前有关这些情感因素如何

影响听力理解的研究还相当欠缺。 

3.3.5 年龄 

    有关年龄对听力理解影响的研究也相当少。Seright（1985）研究了成人外语学习者的

年龄与其听力学习进度间的关系，发现在相同的学习期限内和相似的学习条件下，学习者的

年龄越大，学习进度越慢。但年龄对听力理解有无影响作用还是一个未知数，需作进一步研

究。 

3.3.6 性别 

由于人们普遍认为女性的语言能力优于男性，因此有关性别对听力理解影响的研究不是

很多（Boyle，1987）。Boyle（1987）的研究结果显示，尽管女性的整体语言能力（general 
language proficiency）优于男性，男性在词汇听力（listening vocabulary）测试中的表现要

优于女性。但Boyle并未进一步探究产生这一结果的原因。Feyten（1991）和Bacon（1992）
则发现应试者的性别与听力理解之间没有显著相关关系。要想全面了解性别在听力理解过程

中的作用，还需要在这方面进行大量研究。 

3.3.7 母语学习障碍 

    Sparks和Ganchow（1991）指出，母语学习有困难的学习者可能会在外语学习中出现

问题。对母语掌握程度不够的人在学习外语过程中会感到学习能力不足、缺乏动力并产生高

度焦虑感，从而导致外语学习上的困难。学习者在母语语音学习方面的欠缺可能会导致其外

语听力理解和口语表达上的困难（Sparks & Ganchow，1993）。这一理论假设需要用实证

研究来加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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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8 背景知识 

图式听力理论认为，背景知识在听力理解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口头语篇本身并不

含有任何意思；相反，口头语篇只是给听话者提供了他们应如何从背景知识中提取或构建意

义的方向（Rumelhart & Ortony，1977；Adams & Collins，1979；Howard，1987，转引

自黄子东，1998）。Bachman（1990），Bachman和Palmer（1996）及CEF把背景知识称

为世界知识（knowledge of the world），指应试者储存在长期记忆中的知识结构，它给人们

提供了一个使用与现实世界有关的语言的信息基础，因此所有的语言运用都涉及到背景知识

的使用。具体来讲，背景知识可以是关于某种文化的综合知识或设想（assumption）（Chiang 
& Dunkel，1992），或者是关于某一学科或几门学科的综合知识（Alderson & Urquhart，1983，
1984；Clapham，1991，1992，转引自Jensen & Hansen，1995），可以是与某一特定话

题有关的知识（Long，1990）。 

    许多学者（如：Long，1990；Chiang & Dunkel，1992；Jensen & Hansen，1995；
Markham & Latham，1987；Schmidt-Rinehart，1994）都考查了应试者背景知识对听力测

试表现的影响。Markham & Latham（1987）的研究结果表明，特定的宗教背景知识能帮助

应试者更好地完成与该宗教有关的测试题目。Long（1990）和Schmidt-Rinehart（1994）
的研究表明，内容熟悉的听力材料能使应试者回述更多的信息。Chiang和Dunkel（1992）
的研究表明，应试者有无背景知识对测试表现的影响只在应试者完成不依赖段落内容

（passage independent）的问题（考查应试者对材料话题的熟悉程度）时才表现出来，而

对完成依赖段落内容（passage dependent）的问题（考查应试者对材料本身的理解）并无

明显影响。Jensen和Hansen（1995）则假设应试者的语言水平会影响其背景知识的调用，

应试者需要有较高的语言水平才能在听力测试中激活他们的背景知识。然而，Jensen和
Hansen的研究并不支持这一假设。他们认为，应试者的背景知识可能更有助于他们理解科

技性质的听力材料。由此可见，和听力材料类型以及问题类型一样，应试者的背景知识并非

孤立地发挥作用，而是与其它许多因素交互作用，共同影响应试者的测试表现。 

3.4 小结 

从上述诸多研究可以看出，在听力测试中，各种因素交互作用，影响应试者的应试表现，

如听力材料类型与问题类型之间（Brindley & Slatyer，2002；Ginther，2002；Shohamy & 
Inbar，1991；Stientjes，1998；Tsui & Fullilove，1998）、听力材料类型与应试者的背景

知识之间（Jensen & Hansen，1995；Tsui & Fullilove，1998）以及问题类型与应试者的

背景知识之间（Chiang & Dunkel，1992）都存在交互作用，而应试者本身的个体差异使得

这些交互作用进一步复杂化。Buck（1994）指出，每位应试者对每个问题的回答都是一个

独特的认知过程，每个问题面对不同的应试者所测试的很可能是不同的技能。因此，为了提

高测试的构念效度，听力测试的设计者必须对听力材料、测试任务以及应试者之间的交互作

用有一个更好的理解（Brindley & Slatyer，2002：391）。 

4. 设计未来听力测试的思路 

以上研究显示，人们在设计语言测试时都把“听”视为一项单独使用的语言技能进行考

核。在听的过程中，听话者调动语言知识和非语言知识，包括各种背景知识，对外界输入的

语言材料进行加工、处理，达到理解说话者的意图。这些测试都称为听力理解测试（listening 
comprehension test），考查的是应试者的听力理解能力。在测试方法上，采用的是一些高

度结构化的题型（如多项选择、简答等）来测试应试者对听力材料的理解能力。不管采用何

种题型，试题基本上是由一些分离的项目（item）组合而成，每一个小的项目以测试某项听

力微技能为主。Buck（1997）指出，这些听力测试中使用的测试任务都是非交互性的，重

点测试对沟通性语言（transactional language）（指用以维持社会交际关系的语言）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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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话者不与说话者能进行交流（交互性的听力通常只作为口语测试的一部分来进行考查）。

然而，把在非交互性的听力情景中加工处理沟通性语言视为“听”的核心内容，忽略了成功的

听力活动不仅意味着熟练掌握“听”这项语言技能，还意味着能综合运用包括这项技能在内的

各方面能力来完成特定的任务。Messick（1996）指出，如果要根据测试结果对应试者在非

测试环境下的语言能力进行推断，那么测试任务必须尽可能地接近非测试环境下真实的语言

使用任务。因此，有必要设计和开发新的听力测试模式来取代现行的听力理解测试。 

基于对“听”的构念、听力材料类型和问题特征所作研究的综述和分析，未来听力测试的

设计思路主要如下： 

第一，以“听、说、传”为模式的听力测试任务应该从非交互性的听力理解任务向交互性

的信息传递任务过渡。在信息传递任务中，应包括转述式信息传递、阐述式信息传递和反馈

式信息传递，以体现从接收性到产出性，从单向交互到双向交互的信息传递模式。因此，未

来的听力测试任务主要包括四个部分：听力理解任务，转述式信息传递任务、阐述式信息传

递任务和反馈式信息传递任务，这样才能全面考察通过接受型、产出型、互动交际型和思考

型四大类语言活动体现出来的口头交流能力。 

第二，使用动态的视频听力材料，用“视听”取代“盲听”。视频录制的材料可以提供具有

真实口语特征的语篇，也弥补了纯音频录制材料中非言语信息的缺乏。测试任务的难度受到

听力材料口语化程度的影响。口语化程度越低，测试任务的难度越大。因此，低端听力测试

可考虑多使用口语化程度较高的材料，如会话类材料；高端听力测试可考虑多使用口语化程

度较低的材料，如演说类和新闻类材料。 

第三，实现听力测试的计算机化。以“听、说、传”为任务模式的听力测试考查的是应试

者的口头交流能力。既然涉及到对“说”的能力的考核，那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考试方式呢？目

前各种大规模测试中对口语能力的测试主要采用考官与考生面对面直接口试（OPI）录音口

试（SOPI）两种方式。对 OPI 和 SOPI 的研究表明，两种考试各有其长处和短处。前者交

互性更强，但最大的问题在于如何控制主考官的行为从而使考试最大程度实现考生的平等，

后者交互性差，很难测试考生的交互能力，但更容易体现对考试的公平性。随着科技进步尤

其是计算机领域发展成果在测试领域的广泛应用，使得口语交谈和口语任务的实际情形可通

过计算机模拟实现，一方面能避免直接口试中主考官表现不一致对考试信度的影响和需要大

量人力等实用性方面的局限性，另一方面为视频听力材料的使用提供了方便，同时对考生有

视觉上的刺激（visual stimulus），相对于录音口试其交互性更强（Kenyon et al.，2001），
能弥补录音口试交互性差的弱点。同时，随着基于计算机的外语教学的普遍发展，基于计算

机的语言测试无疑与教学更加贴近。从测试研究来看，由于是科技发展的新生事物，基于计

算机的口试中考生因素、考试形式因素、评分因素等各种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对考试结果

的影响需要进一步考察。 

5. 结束语 

通过以上综述和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第一，现行的听力测试是理解性测试，用

分离的项目来测试应试者的听力理解能力，不能对其在绝大多数交互性听力情景中的听力水

平进行推断，因此有必要用新的测试模式取而代之。第二，在交互性的听力情景中，听话者

和说话者双方均不断交替使用“听”“说”两项语言技能来进行不同性质的信息交流。为了考查

应试者在真实环境下综合运用“听”和“说”来进行信息交流的口头交流能力，未来听力测试应

该以“听、说、传”为任务模式，以视频材料为听力材料，以计算机为测试工具，并在此基础

上展开研究和试验，开发和设计新的听力测试模式——口头交流能力测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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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view of Listening Test Research 

 

HAN Bao-cheng, LIU Hua 

(National Research Center for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9, China) 

 

Abstract: The major purpose of listening test is to give a precise and fair measurement of the test taker’s 

listening proficiency.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onstruct of listening and reviews the major factors that 

may affect the test taker’s performance in the listening test. It argues that present listening tests are 

item-based listening comprehension tests, which can only make inferences about the test tak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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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stening proficiency in few non-interactive listening situations. However, most of the real-world listening 

situations are interactive. Both the listener and the speaker alternatively employ listening and speaking 

skills to achieve oral communication. The listener, on the basis of listening comprehension, orally 

transmits the information that the speaker communicates and/or the listener himself intends to 

communicate. Therefore, “listening, speaking, transmitting” serves as a basic model of the real-world 

language use of oral communication proficiency that includes both listening and speaking skills, and also 

as a basic model of integrated tasks in the new listening test – the oral communication proficiency test to 

substitute discrete items in present listening comprehension tests. 

Key Words: listening; construct; speaking;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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